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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双重胁迫下, 全球多个海域的生态系统已突破临界阈值, 发生不可逆的结构 

重组与功能剧变, 严重威胁海洋碳汇、生物多样性及渔业资源等生态服务功能, 对全球生态安全及人类生存发展 

构成潜在威胁. 本文基于现有研究成果, 系统梳理了海洋生态系统临界点研究典型案例, 全面总结了该领域的核心 

理论和主流研究方法及其局限性, 明确提出长时序高精度数据缺失、跨尺度驱动机制解析、生态网络结构演化规 

律、多重胁迫协同作用机制是当前研究面临的核心问题与挑战. 在此基础上, 结合研究瓶颈与保护需求, 对该领域 

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为海洋生态系统保护、精准管理与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参考与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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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系统作为地球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 
在全球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保育与生态服务供给 

(如碳汇、渔业资源等)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也是各类环境胁迫的前沿暴露载体 [1]. 全球气候变 

化和人类活动叠加引发的海洋暖化、酸化、脱氧和富 

营养化等环境胁迫呈持续加剧趋势, 其渐进累积的阈 

值效应正推动海洋生态系统逼近“临界点 ( t ipping  
points)”, 并触发突发性、非连续性和不可逆性的性质 

转变, 导致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如群落组成、营养级结 

构)和功能(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发生根本性重构 [2~4], 
典型表现为珊瑚礁白化、海草床与红树林退化等现象.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全球关于海洋生态系统临 

界点的研究报道呈指数增长趋势, 且其增长速率显著 

高于陆地及淡水生态系统领域的相关研究 [5]. 2008年, 
Lenton等人 [6]首次提出地球气候系统可能存在15个潜 

在的临界要素, 为后续临界点研究奠定了基础. 2013年, 
美国启动由13家机构联合参与的海洋临界点项目 

(Ocean Tipping Points), 其核心目标在于推动临界点科 

学向海洋管理实践转化, 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2019年, Lenton等人进一步指出, 地球气候系统中的九 

大临界要素已经接近或者处于临界点, 其中包括北极 

海冰、大西洋经向翻转流、澳大利亚大堡礁等海洋相 

关临界要素 [7]. 2020年, 欧盟联合32家研究机构在“地平 

线2020(Horizon 2020)”框架下启动海洋临界点研究计 

划(COMFORT), 重点聚焦地球复杂系统中, 海洋升温、 

脱氧、酸化等关键临界要素在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耦 

合作用下的潜在驱动机制 .  此外 ,  联合国“海洋十 

年”(2021~2030)计划亦将海洋系统临界点和环境阈值 

列为核心目标之一. 当前, 学界与管理界的研究多集中 

于此类突发性、灾难性稳态转换在生态—社会耦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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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的表现形式、传导路径与潜在影响. 综上, 海洋生 

态系统临界点已成为当前全球气候变化与海洋生态安 

全领域的国际前沿研究方向. 
然而, 尽管海洋生态系统临界点研究的重要性日 

益凸显, 该领域仍面临诸多基础性与实践性问题与挑 

战. 当前, 海洋生态系统临界点的科学界定与精准表征 

仍是核心难题, 科学问题集中于如何精准判别海洋生 

态系统是否正处于稳态转换过程并量化临界阈值. 海 

洋生态系统本身具有高度开放性、非线性与复杂性特 

征, 其结构—功能耦合关系的动态波动性, 进一步增加 

了判定系统是否逼近临界阈值的难度. 与此同时, 临界 

点定义的模糊性、表征方法的缺失性, 以及关键过程 

观测数据的稀缺性与碎片化, 共同加剧了研究的难度. 
此外, 预警指标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是当前该领域研 

究的核心瓶颈之一, 构建实用、灵敏且可靠的预警指 

标体系, 实现对系统稳态转换临近的精准指示, 是制定 

海洋生态系统保护策略与适应性管理方案的关键前 

提 [8]. 基于此, 本文围绕“临界点如何形成、如何精准识 

别、如何有效预警”这一核心科学问题, 系统梳理了海 

洋生态系统临界转变研究的前沿进展、现存问题挑战 

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1 海洋生态系统临界点的理论基础 

1.1 非线性动力学与多稳态 

临界点是指生态系统由一种稳定状态转向另一种 

稳定状态的关键阈值, 跨越该阈值的转换通常具有突 

发性、非连续性与不可逆性特征 [9]. Scheffer等人 [10]提 

出的折叠分岔(fold bifurcation)模型, 为阐释生态系统 

临界点的形成机制提供了经典理论框架. 当驱动因子 

强度逼近临界阈值时, 驱动因子的微小波动即可引发 

系统在高低分支间发生跨越式跃迁, 其响应曲线呈现 

突发性向后“折叠”的特征; 当系统跨过临界点(图1(a), 
F2)时, 将由原有稳态突变为另一种替代稳态, 这一非 

线性变化过程即为稳态转换(regime shift, 图1). 真实的 

海洋生态系统始终处于持续的环境扰动中, 负反馈调 

节机制赋予系统对外部扰动的缓冲与吸收能力, 该能 

力即构成系统稳定性的核心支撑. 这种稳定性可从两 

个互补维度进行界定: 其一为生态韧性(ecological resi
lience) [11], 指系统在不发生稳态转换的前提下所能承受 

的最大扰动强度(即韧性阈值, 图1(b)); 其二为工程韧 

性(engineering resilience) [12], 指系统受扰动后恢复至原 

有稳态的速率(恢复力). 随着环境胁迫强度的增强, 系 

统动力学特性发生显著改变, 生态韧性与工程韧性呈 

同步衰减趋势, 系统逐步逼近临界状态.  
非线性动力学框架下, 系统逼近临界点时通常伴 

随“临界慢化(critical slowing down)”现象, 即系统从扰 

动中恢复平衡的速率逐渐降低 [4]. 其在时间序列中表现 

为一系列可量化的统计特征变化(自相关系数, 方差, 偏 

度, 峰度), 且各自特征具有明确的生态意义 [8,13]. 这些 

特征的协同变化构成了生态系统临界点的典型早期预 

警信号(early-warning signals, EWSs), 已被广泛应用于 

气候突变 [14]、浮游食物网结构重组 [15]以及物种入 

侵 [16]等复杂系统的临界转变研究. 研究表明, 白令海冷 

异常期间, 底栖生物群落重组且韧性下降, 呈现时间和 

空间自相关性增强等EWSs特征 [17]. 但EWSs有局限性, 

图 1 海洋生态系统稳态转换的理论示意图. (a) 折叠分叉模型示意图; (b) 球杯模型示意图 
Figure 1 Theoretical illustration of regime shifts in marine ecosystems. (a)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a fold bifurcation model. (b) Ball-cup model 
illustrating changes in the stability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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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适用于折叠分岔驱动的临界点, 在强噪声、多驱动 

因子协同情景下, 其适用性与可靠性尚存争议 [18].  

1.2 反馈机制与滞后效应 

滞后效应(hysteresis)是生态系统稳态转换的另一 

个核心特征: 当驱动因子强度回落至临界点的阈值水 

平(图1(a), F 2), 系统仍难以恢复至原有状态 [10]. 这一特 

性直接决定了稳态转换的高度不可逆性, 也使其成为 

生态系统管理与风险防控中的关键. 牙买加珊瑚礁生 

态系统是阐释生态系统稳态转换及滞后效应的经典案 

例 [19]. 基于20世纪70年代的长期原位监测数据, 该系统 

最初被表征为结构稳定、以造礁珊瑚为优势类群的高 

生物量、高生物多样性稳态(图2(a)). 数十年的过度捕 

捞作为慢性扰动压力源 [20], 导致植食性鱼类(尤其是鹦 

嘴鱼)种群数量锐减, 直接破坏了对大型海藻的生物控 

制作用——关键的负反馈调节机制; 该过程持续削弱 

了珊瑚礁系统的生态韧性 [15,21], 进而将已处于高脆弱 

性状态的珊瑚礁系统推向临界点. 此后, 飓风冲击、疾 

病暴发等突发扰动事件, 进一步推动已处于脆弱状态 

的珊瑚礁系统跨越临界点, 触发从珊瑚优势态向大型 

海藻优势态的快速转换 [22,23](图2(b)).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替代稳态并非短暂现象, 其长期稳定性源于内在 

正反馈回路的持续强化: 茂密的藻类冠层不仅会阻碍 

新生珊瑚幼虫附着与定居, 还会与残余的珊瑚竞争光 

和空间等关键资源, 形成正向强化的锁定效应, 最终使 

系统长期维系于退化状态 [24].  

1.3 多重驱动与级联效应 

海洋生态系统普遍受到多种外部驱动因子的复合 

扰动影响, 包括气候变暖、海洋酸化、营养盐输入异 

图 2 牙买加珊瑚礁稳态转换案例. (a) 牙买加珊瑚礁造礁珊瑚及大型藻类覆盖率的长期动态变化; (b) 驱动牙买加珊瑚礁稳态转换的生态过程 

示意图 
Figure 2 Regime shift in Jamaican coral reefs. (a) Long-term changes in the cover of reef-building corals and macroalgae in Jamaican coral reefs. (b)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ecological processes driving the regime shift in Jamaican coral reefs  

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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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及生物扰动等 [3], 这些驱动因子可划分为非生物驱动 

和生物驱动两大类型 [25]. 其中, 非生物驱动因子主要涵 

盖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引发的各类环境要素改变(如 

海面温度升高、海洋酸化、营养富集、过度捕捞), 此 

类因子的检测、监测难度相对较低; 而源于群落内部 

及群落间复杂相互作用的生物驱动因子, 其识别与解 

析难度通常更高, 但对生态系统稳态转换的触发同样 

起到关键作用. 例如, 北大西洋海表温度升高通过改变 

浮游生物群落结构, 引发食物链能量流动模式重构, 该 

影响逐步传导至更高营养级, 最终导致大西洋鳕鱼种 

群衰退及相关渔业崩溃 [26]. 值得注意的是, 多种压力源 

的协同叠加效应及跨尺度的物理-生物耦合作用, 显著 

增加了稳态转换驱动因子的单一归因难度, 同时增加 

了临界阈值量化的不确定性 [9].  
除非生物与生物驱动因子的直接作用外, 生态系 

统稳态转换还受进化过程和空间连通性的调控, 二者 

共同构成影响稳态转换的重要间接纬度. 这类调控因 

素可通过缓冲环境扰动的负面影响, 提升系统自身稳 

定性, 进一步增加临界阈值评估的复杂性. 例如, 持续 

的环境胁迫可驱动物种耐受阈值的适应性进化, 提升 

物种对胁迫环境的适应能力, 进而改变生态系统的韧 

性水平 [27,28]. 依据经典的空间保险假说(spatial insur
ance hypothesis), 局部生态系统的恢复力显著依赖于 

其与区域多样化物种库的连通性 [29]. 高空间连通性使 

来自健康未受干扰区域的物种个体可向受扰区域重新 

定殖, 进而加速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进程, 提升系统整 

体韧性 [30].  

2 海洋生态系统临界点表征与量化方法 

海洋生态系统临界点的表征与量化是破解其科学 

界定模糊、阈值难以精确捕捉这一核心难题的关键. 

当前主要通过统计学分析、模型预测和实验模拟三条 

协同互补的路径开展, 三条路径各有其明确的适用场 

景、独特优势, 同时也存在相应的局限性(表1).  

2.1 统计学分析路径 

统计学分析路径是表征与量化系统临界点的基础 

路径, 核心是利用状态变量的时间序列/空间分布数据, 
通过识别稳态转换前后的非线性变化特征, 推演临界 

点及阈值范围. 用于识别和可视化时间序列中状态变 

量临界点的统计学方法较多, 如序贯T检验(sequential 
T-test, STARS)、Pettitt检验(Pettit test)、Mann-Kendall 
检验(Mann-Kendall test)、分段回归分析方法等 [31]. 此 

类方法适用于长期原位监测数据充足、环境扰动单一 

的近岸海域或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如珊瑚礁、海藻床、 

浮游生物群落). 其优势是无需复杂假设, 难度适中, 能 

快速识别稳态转换信号并量化突变时间点; 局限是对 

数据质量要求极高, 无法预测未观测稳态、刻画临界 

点前稳定性丧失过程, 难以识别短期极端扰动驱动的 

突变, 无法揭示内在因果机制, 仅能“识别现象”而不能 

“解析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 多数生态系统稳态转换虽可通过 

统计学分析路径识别, 但时间并非驱动稳态转换的主 

导因子. 因此, 需要进一步量化与稳态转换对应的环境 

胁迫阈值, 使用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 RDA)、 

广义加性模型(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s, GAMs)等多 

种统计技术, 实现复杂的环境数据降维与关键驱动因 

子精准识别 [32]. 

2.2 模型预测分析路径 

为探究生态系统中的潜在未观测稳定状态, 研究 

人员常借助生态模型的构建与解析 [33]. 机制模型通过 

表 1 海洋生态系统临界点表征方法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s for detecting tipping points in marine ecosystems 

方法类型 适用场景 优势 局限 数据需求 

统计学分析 长期连续观测数据丰富 快速识别历史临界点 
无法预测潜在问题; 对短期 

扰动敏感性低 
系统状态参数的长时间序列 

数据 

机制模型 机制理解充分的系统 
可预测未来场景; 解释因果 

关系 
参数依赖强; 需充分理解 

系统过程 
现场观测或实验数据+机制 

约束参数 

数据驱动模型 高不确定性/非自治系统 
挖掘非线性模式; 处理大规 

模数据 
缺乏明确机制解释 现场观测或模拟数据 

融合模型 复杂多驱动系统 
结合机制解释与数据预测;  

可用于早期预警 
技术复杂; 兼顾数据与模型 

现场观测或模拟数据+机制 
约束参数 

实验模拟 
探索因果关系与多驱动 

效应 
可量化临界点和环境阈值; 

可验证机制 
规模受限; 难覆盖大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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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方程整合生物、物质与能量耦合关系, 适用于 

临界点因果机制及潜在稳态景观研究, 优势是可量化 

驱动因子与临界点间的内在关联, 模拟扰动下系统响 

应, 突破实测数据时空限制, 预判临界点风险并用于未 

来场景预测和管理干预模拟; 局限在于依赖对系统过 

程的充分理解和参数精度 [34]. 例如, Baird等人 [35]构建 

的珊瑚白化机制模型, 结合细胞层面生物学过程(活性 

氧积累)与陆架尺度水动力、生物地球化学条件, 明确 

珊瑚白化核心驱动机制. 该模型成功捕捉到2016年大 

堡礁珊瑚白化灾害的大尺度特征, 凸显其在稳态转换 

预测和管理干预评估中的应用潜力.  
此外,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数据驱动模型, 可直 

接从观测或模拟数据中挖掘统计关联, 无需明确机制 

假设即可区分系统失稳信号与随机噪声 [36,37], 实现临 

界点识别预警, 显著拓展了对生态系统多稳态特征的 

认知 [38,39]. 这一优势在传统临界慢化理论受限场景中 

尤为突出: 近年来, 海洋生态系统正频繁受海洋热 

浪 [40]、陆源洪水 [41]、脉冲式营养输入 [42]等高强度短 

时极端事件的影响, 触发噪声或速率诱导的临界点 [39], 
呈现显著非自治特征 [43]. 需要强调的是, 数据驱动方法 

并非替代机制模型, 而是在非自治、多驱动等高不确 

定性场景下, 对传统稳态转换框架的重要拓展.  
机制模型与数据驱动模型的深度融合是未来研究 

核心, “混合建模”范式旨在结合机制模型的可解释性 

与数据驱动模型处理复杂模式的优势 [44]. 典型路径包 

括: 将物理机制作为约束嵌入数据驱动模型; 利用机制 

模型生成多情景模拟数据, 强化数据驱动模型训练. 例 

如, 物理信息神经网络(physics-informed neural net
works)结合生物地球化学模型与神经网络, 将先验知 

识嵌入到人工智能框架, 在数据稀缺时提升预测精度 

和可解释性, 为混合建模提供核心范式 [45].  

2.3 基于实验模拟的分析路径 

尽管统计学分析与模型研究为理解大尺度生态系 

统动力学提供了关键支撑, 但在驱动—响应因果机制 

尚不明确、长期观测数据稀缺或关键过程难以通过野 

外观测解析时, 操纵实验成为临界点研究的重要互补 

途径. 通过在受控条件下调控单一或多个环境驱动因 

子, 检验生物在生理、种群、群落及生态系统层面对 

环境变化的响应规律 ,  定量识别生态系统临界阈 

值 [46,47]. 其优势是能分离并量化多重胁迫间的复杂交 

互效应(如协同、拮抗或加和效应), 构建驱动因子与稳 

态转换的因果链, 为预警指标筛选、验证及生态学解 

释提供基础; 局限则是尺度效应明显, 室内或原位围隔 

实验难以复刻自然海洋生态系统的复杂性, 结果外推 

难度大. 但实验获取的机制性认识, 可为机制模型构 

建、参数校准与验证提供基础数据, 也为海洋生态环 

境管控与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支撑 [48].  
综上, 统计学分析、模型预测与实验模拟三条路 

径并非独立, 而是互补协同的. 实际研究中需结合研究 

目标、数据条件、实验能力及研究尺度, 整合三者优 

势, 规避局限, 通过“实测数据支撑统计识别—模型预 

测预判趋势—实验模拟验证机制”的多元融合, 实现海 

洋生态系统临界点的精准表征与量化, 为临界点早期 

预警、风险防控及适应性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3 海洋生态系统临界点的研究现状与格局 

为明晰全球海洋生态系统临界点研究脉络, 揭示 

分布规律, 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 经过 

规范检索、去重筛选与质量校验, 汇集相关文献, 总结 

典型案例(表2), 从生态系统类型维度解析研究现状. 计 

量结果表明, 该领域研究在不同生态系统类型间分布 

极不均衡(图3). 渔业生态系统是研究焦点(文献占比 

29.3%), 主要关注过度捕捞、气候变化与生态反馈作 

用叠加驱动下的鱼类种群崩溃、食物网重组及渔业资 

源退化. 北大西洋纽芬兰渔场鳕鱼(Gadus morhua)资源 

崩溃是经典案例: 20世纪90年代初, 长期高强度工业化 

捕捞叠加气候变暖导致鳕鱼种群断崖式衰退, 且在捕 

捞 压 力 显 著 减 弱 后 因 滞 后 效 应 未 恢 复 至 历 史 水  

平 [49~51]. 中国东海和南海海域的渔业资源衰退也受到 

关注, 沿海栖息地退化和丧失导致渔获量下降, 鱼群呈 

现“小型化、低营养级化”, 系统稳定性显著下降, 呈现 

典型的稳态转换特征 [52,53]. 海洋-气候系统关注度次之 

(文献占比16.7%), 聚焦大尺度物理过程的非线性变化 

及失稳风险, 包括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的非线性变化、 

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的潜在失稳以及极地冰盖崩塌对 

海洋物理环境的重塑 [6]. 该系统一旦跨越关键阈值, 可 

能引发全球级联式反馈, 产生系统性风险. 浮游生态系 

统研究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文献占比13.6%). 其稳态转 

换将影响初级生产力与海洋碳汇功能及对全球气候变 

化的反馈. 北冰洋海冰消融增强区域初级生产力与生 

物泵强度 [54], 但持续升温驱动群落结构重组推动系统 

发生不可逆的稳态转换, 削弱碳汇功能 [55]. 长江口与珠 

江口富营养化叠加气候变暖重塑了浮游生物群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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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其“小型化、有害化”, 群落多样性下降、有害藻 

华暴发频率与空间尺度持续扩大, 以及食物网结构与 

能量传递路径的重组 [52]. 此外, 藻华增加了有机质沉降 

量, 加剧了底层水体耗氧, 推动低氧甚至缺氧区持续扩 

展, 形成“富营养化—藻华暴发—底层缺氧”的强化正 

反馈回路 [56]. 上述过程改变了区域初级生产力的时空 

格局 [57], 削弱了生态系统韧性, 影响渔业资源与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 影响近岸生态系统稳定性与可持续发 

展 [52]. 
底栖生态系统(12.0%)、珊瑚礁(8.8%)、河口系统 

(6 .4%)、海藻林 (5 .5%)、海草床 (3 .8%)和红树林 

(1.9%)等典型近岸与蓝碳生态系统占比偏低. 但此类 

生态系统多分布于陆海交互带或半封闭海域, 对营养 

盐输入、气候变暖及水动力变化高度敏感, 表现出显 

著的非线性响应与稳态转换特征, 是海洋生态系统临 

界点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 以波罗的海为例, 长 

期高强度外源营养盐输入推动区域初级生产力持续升 

高, 导致大量有机质沉降并在底层分解, 消耗水体中溶 

解氧, 形成大范围持久性缺氧甚至无氧区 [58]. 在此过程 

中, 底栖生物群落大规模消亡, 沉积物中磷的内源释放 

加剧富营养化, 形成“富营养化-底层缺氧-内源磷释放” 
的强化型正反馈回路, 将系统锁定于退化状态 [59]. 

上述案例表明, 海洋生态系统稳态转换并非偶然、 

孤立的事件, 而是深层生态学规律和复杂系统动力学 

图 3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临界点文献占比 
Figure 3 Proportion of publications on tipping points in major marine ecosystems  

表 2 全球范围内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临界点研究案例 
Table 2 Global case studies of tipping points in major marine ecosystems 

生态系统类型 所在区域 临界要素 关键驱动因子 参考文献 

渔业生态系统 北大西洋; 中国南海 渔业资源(鳕鱼等)枯竭 过度捕捞; 海洋暖化 [29,49,52,53] 

海洋-气候系统 南极 西南极冰盖崩塌 气候变暖 [7] 

浮游生态系统 波罗的海; 中国东海 缺氧, 藻华频发 富营养化; 海洋暖化 [52,58] 

珊瑚礁生态系统 澳大利亚大堡礁; 加勒比海 珊瑚礁退化 过度捕捞; 海洋暖化; 热浪; 疾病 [19,35] 

海藻林生态系统 阿留申群岛 海藻林退化 过度捕捞; 海胆旺发 [60] 

红树林生态系统 澳大利亚西海岸 红树林退化 海平面变化 [61] 

海草床生态系统 佛罗里达湾 海草床退化 富营养化; 过度捕捞; 疾病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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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共同驱动的必然结果. 当前研究多局限于单一案 

例的经验性描述, 缺乏对核心理论基础的系统解构与 

普适性提炼. 因此, 亟需构建更具普适性的海洋生态系 

统临界点风险预警与适应性管理体系, 对其核心理论 

基础进行深度解构与系统阐释, 支撑全球海洋生态系 

统安全防控.  

4 海洋生态系统临界点研究的挑战与发展 
方向 

4.1 观测与数据支撑不足 

观测数据是海洋生态系统临界点研究的基础, 但 

当前全球海洋观测网络存在明显短板: 一是观测覆盖 

范围有限, 深海、大洋的观测数据严重缺乏; 二是观测 

时间序列较短, 多数观测始于近几十年, 难以支撑长时 

间尺度的临界点动态分析; 三是数据整合能力不足, 不 

同观测平台、不同研究机构的数据标准不统一, 难以 

实现高效融合与共享. 此外, 卫星遥感数据在临界点研 

究中的应用仍存在局限性, 对深海生态系统、小型生 

物群落的监测精度不足, 难以捕捉关键生态过程的 

变化.  
为破解观测瓶颈, 需构建多尺度、多维度综合观 

测网络, 可从三方面推进: 一是整合全球海洋观测网 

络, 拓展覆盖范围, 填补深海、大洋等的观测空白; 二 

是研发并应用高分辨率、高精度观测技术, 如新一代 

水下机器人、高光谱卫星遥感传感器等, 提升精准监 

测能力; 三是建立统一数据标准与共享服务平台, 整合 

现场观测、卫星遥感、数值模拟、数字孪生等多源数 

据, 构建韧性评估与临界点早期预警框架, 为海洋生态 

系统临界点研究提供全方位、高精度的数据支撑.  

4.2 临界点识别和早期预警的不确定性 

海洋生态系统复杂且时空变异大, 不同海域的生 

态系统结构、驱动因子及响应模式差异显著, 导致临 

界点的识别标准难以统一. 如学界对珊瑚礁生态系统 

是否已突破临界点存在明显争议, 部分研究基于大范 

围珊瑚白化判定已突破临界点, 另有研究认为需考虑 

区域韧性差异 [63]. 此外, 生态系统的稳态转换存在滞后 

效应, 短期异常波动难以区分是临界点逼近的信号还 

是自然变异, 加剧了识别的不确定性 [64]. 当前EWSs多 

基于理论模型, 在复杂自然海洋环境中的适用性有限, 
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化的早期预警标准. 此外, 现有早 

期预警体系缺乏对临界点突破后生态系统恢复潜力的 

评估, 难以为后续生态修复与管理提供精准指导.  
实现海洋生态系统临界点的精准识别和早期预警, 

关键是整合和开发先进技术, 完善方法体系. 可从三方 

面推进: 一是融合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开发 

适配不同海洋生态系统的临界点识别模型, 提升精准 

度与效率; 二是优化早期预警信号体系, 结合驱动因子 

的时空异质性与不同海域生态系统的韧性差异, 构建 

个性化的早期预警标准; 三是衔接早期预警与生态修 

复, 预测临界点突破后生态系统的恢复路径与潜力, 为 

修复方案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4.3 多驱动因子的耦合作用机制不清 

海洋生态系统临界点的形成通常是气候变暖、酸 

化、过度捕捞、营养污染等多重驱动因子协同作用的 

结果, 但当前对多因子耦合的定量分析不足, 难以明确 

各驱动因子的贡献度及交互作用机制. 此外, 驱动因子 

的时空异质性增加了临界点形成机制解析难度, 量化 

不同尺度驱动因子的协同效应成为当前该领域研究的 

重要瓶颈.  
操纵实验和反译式人工智能 [65]为解析系统对多重 

胁迫的响应机制提供了支撑. 未来需要从三方面开展 

工作: 一是开展多因子控制实验与长期观测, 量化各驱 

动因子的单独及交互作用, 明确其对临界点形成的贡 

献度; 二是整合分子生态学、生物地球化学等技术, 解 

析多因子耦合下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与关键物种响应 

机制; 三是加强反绎式人工智能开发应用, 通过分析和 

归纳表观信号, 逆向推导出驱动临界点变化的潜在机 

制, 为临界点识别与机制解析提供新技术. 

4.4 科学研究与管理需求的脱节 

海洋生态系统临界点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 但多 

停留在理论层面, 难以转化为管理实践与政策举措. 核 

心制约要素有两方面: 一是, 研究人员与管理者之间的 

沟通机制不畅, 研究成果表述与管理决策不匹配, 成果 

转化受阻; 二是临界点理论尚未充分融入海洋生态红 

线划定、自然保护区规划等管理实践, 导致管理措施 

缺乏科学依据. 如波罗的海生态系统突破临界点后, 管 

理政策滞后于生态系统退化, 未及时形成有效干预与 

修复方案, 难以实现生态系统恢复.  
推动二者深度融合, 首先要加强社会-生态系统耦 

合分析, 评估临界点突破对沿海社区、渔业经济、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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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业等的影响, 结合社会学和经济学提出兼顾生态保 

护与社会发展的应对策略, 制定替代生计方案与生态 

补偿机制, 提升人类社会对海洋生态系统变化的适应 

能力; 其次, 建立科学人员与管理主体的常态化沟通机 

制, 将临界点研究成果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语言, 精准 

匹配管理决策需求, 推动临界点理论融入管理框架及 

相关规划. 最后, 加强跨区域与跨国别协同合作, 共同 

应对全球尺度挑战, 推动全球碳减排与海洋保护政策 

协同实施.  

5 结论 

海洋生态系统临界点研究是应对全球海洋生态危 

机和维系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科学议题. 当前 

已在典型案例识别、多维度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显著 

进展, 但仍面临临界点识别不确定、驱动机制不清、 

观测数据不足、研究与管理脱节等多重挑战. 未来需 

构建多尺度综合观测网络、完善数据标准与共享平 

台、深化耦合机制研究、完善预警体系、推动产学研 

政融合等举措, 提升海洋生态系统临界点研究的科学 

性与实用性. 此外, 全球协同合作与政策落地至关重 

要, 只有将临界点科学充分融入海洋生态管理实践, 构 

建“研究—预警—管控—修复”闭环, 才能延缓或避免 

海洋生态系统突破临界点, 保障海洋生态安全与人类 

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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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dual pressure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intensified human activities, marine ecosystems in many regions of the world are 
approaching or have already crossed tipping points, resulting in abrupt and potentially irreversible regime shifts. Such transitions are 
often accompanied by profound structural re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within ecosystems, fundamentally altering 
trophic interactions,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energy flow pathways. These changes can significantly undermine key ecosystem services, 
including marine carbon sequestratio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the sustainable supply of fishery resources, thereby posing 
substantial risks to global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human well-being. Consequently,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s, identification 
approaches, and ec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ipping points in marine ecosystems has become a major focus in marine ecology and global 
change research. Over the past decades, considerab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explor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of tipping points in marine ecosystems. Previous studies have documented critical transitions in a variety of marine systems, 
including coral reefs, coastal eutrophic environments, and high-latitude marine ecosystems. These studies indicate that ecosystem 
responses to environmental disturbances are often nonlinear and may involve multiple alternative stable states. Nevertheless, research on 
marine ecosystem tipping points remains fragmented across different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including theoretical modeling, long- 
term observational analyses, and controlled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s. This fragmentation has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grated cross-scale and interdisciplinary framework, thereby limiting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critical transitions and 
constrai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robust early-warning systems for marine ecosystem regime shifts. 

In this review, we synthesize the cor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underlying tipping points in marine ecosystems. In particular, we 
highlight the roles of alternative stable state theory, feedback regulation mechanisms, and nonlinear dynamical frameworks in explaining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critical transitions. Thes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provide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how external drivers— 
such as climate variability, ocean warming, nutrient enrichment, and anthropogenic disturbances—interact with internal ecological 
processes to influence ecosystem stability and resilience. In addition, w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 the major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currently used to identify and analyze tipping points in marine ecosystems. These approaches can generally be grouped into three main 
categories: statistical detection methods, mechanism–data integrated modeling, and experimental validation. Statistical approaches 
primarily focus on early-warning indicators derived from ecological time-series data, including signals related to critical slowing down, 
increasing variance, and autocorrelation patterns, which may indicate declining ecosystem resilience prior to regime shifts. Mechanistic 
modeling approaches combine ecological theory with observational data to simulate ecosystem dynamics and explore potential 
thresholds and feedback processes. Meanwhile, controlled experiments—such as mesocosm experiments and field manipulations— 
provide valuable opportunities to directly test hypothesized mechanisms and evaluate ecosystem responses under multiple environmental 
stressors. Despite these advances, each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still faces limitations related to data availability, spatial and temporal 
scales, and the difficulty of capturing complex interactions among multiple drivers. Finally, considering current research bottlenecks and 
the growing demand for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this review outlines several key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marine 
ecosystem tipping points.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expanding multi-scale and multi-dimensional ocean observation networks, 
improving the integration of heterogeneous data sources, and developing advanced analytical approaches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In addition, multi-factor experimental studies are needed to quantify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multiple 
environmental drivers. Strengthening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nd promoting the transl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to policy- 
relevant frameworks will also be essential for enhancing early-warning capabilities and supporting adaptive management of marine 
ecosystems under accelerating global change. 

marine ecosystems, regime shifts, tipping points, early-warning sig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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